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打
工文学”是离文学本质最近的
文学样式，从生活中来，有血
有 肉 ，带 着 创 作 者 的 真 情 实
感。这样的文学在当下有什
么特别价值和意义？

蒋述卓：文学要真，不仅
要贴近生活，让老百姓感觉到
有血有肉，还要能够引起共
鸣。那么这种真实就恰恰能
够反映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的变化，就像当年的杜甫的现
实主义诗歌写作一样，他才成
为伟大的诗人。

第二，文学在发展，“打工
文学”也需要不断提升，包括
写作的技巧，很多人可能有了
后现代的写法，也有先锋小说
的写法，也有了更多跟国际接
轨的一些写法，这是完全可以
达到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改
变“打工文学”不太上层次的
观念，一种文学样式能够真正
贴近时代表现人心，能够真正
成为老百姓所喜欢的文学，它
就是文学的经典。

柳冬妩：“打工文学”最为
宝贵的品质是它的真实性，希
望“打工文学”也要关注善和
美。未来“打工文学”可能赋
予中国文学一个世界性的因
素，因为它是特定的政治、经
济、文化生活的产物，它不仅
是广东的产物，中国的产物，

它在世界文学史上都能找出
自身的谱系来。其实，19 世
纪中叶，英国就出现了工业小
说，法国的文学里面也出现了
大量的女工形象，包括美国文
学、芝加哥文学都有类似的书
写，当下中国的“打工文学”和
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待学
术界进一步探讨。

王十月：俄罗斯著名汉学
家奥洛夫在研究“打工文学”
时，谈到为什么他们会关注这
一类作品，是因为他们从这些
作品中看到了中国梦，这个中
国梦是指中国人梦想过上怎
样的生活，以及为了过上梦想
中的生活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和代价。我认为这其实就是
文学很重要的主题。

胡安焉：接下来我的写作
可能会回到小说方向，因为我
之前写自己的工作经历基本
都写完了。我过往的写作基
本都是中短篇，还没有写过长
篇小说，我想通过一次长篇的
写作去突破一些问题。

蒋述卓：粤港澳大湾区给
文学创作，也包括“打工文学”
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
空间和发展的背景，希望“打
工文学”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提
升，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
中、新时代进程中的一个鲜明
的标志。

月28日，以“新的‘打工文学’
在崛起？”为主题的“粤派评论”
文化沙龙在羊城创意产业园金

羊网演播厅举办，相关专家学者聚谈“打工
文学”的内涵、当下的意义和未来的前景。

参与沙龙活动的嘉宾有：广东省作家
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蒋述卓，深
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大学
客座教授杨宏海，《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
辑王十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柳冬妩，《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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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广东，在世界文学谱系里

近些年来，许多基层打工者一边打工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包括胡安焉的《我
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以及大量活跃在网络上的“野生诗人”
的作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据悉，仅快手、B站、小红书三个平台上写诗
的人就超过百万，“一年有360天与机器相处，诗里却有山川湖海”——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图/羊城晚报记者 麦宇恒

羊城晚报：关于“打工文
学”的概念，一直有争议，到底
该如何界定“打工文学”？这
么多年过去，“打工文学”的内
涵和外延都有哪些变化？

杨宏海：“打工文学”概念
的提出源于当年深圳的改革
开放实践和文化建设实践。
上世纪 80 年代，我有机会在
当时深圳的各个文化现场做
调查研究。印象最深的是每
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外来打
工者到深圳，他们大量的时间
是在工地、车间流水线上，非常
紧张，但是当时的深圳还没有
更多的文化生活场所提供给他
们。作为年轻人，他们觉得自
己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
头人”，生活枯燥。逐渐地，在
打工青年当中，有一批喜爱文
学的年轻人，就开始在工余时
间拿起笔写他们心中的感受。
我在蛇口工业区的三洋厂调研
时，发现厕所里密密麻麻写着
打工青年自己创作的歌谣，很
震撼，可以说我在这里发现了
第一首打工诗歌。

1984 年《特区文学》第三
期有一篇短篇小说是林坚写
的 ，叫《深 夜 ，海 边 有 一 个
人》，写农民工青年进入城市
之后，在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
文明产生冲突的背景下，他们
与现代企业产生了矛盾和抗
争。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种
全新的文学表达，我个人认为
它是第一篇打工题材作品，后
来我把这篇小说定位为“打工
文学”的开山之作。还有，打
工青年张伟明写的《下一站》，
也非常精彩。

我意识到可能有一种新
的文学形态已经出现了。那
么，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是什
么？一开始还没有被命名为

“打工文学”，普遍的叫法是
“打工仔文学”。因此，我提出
了“打工文学”的概念，就是写
打工者的文学、打工者书写的
文学，但也不排除文人作家的
创作，比如陈秉安的《来自女
儿国的报告》、陈荣光的中篇
小说《老板·女工们》。

现在30多年过去了，“打
工文学”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打工者群体的年龄结
构、审美特征、行业特征都发
生了变化，现在的打工一族已
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
厂车间流水线，比如我们现在
比较熟知的快递员、滴滴司机
等一批人，甚至包括了工厂的
高管、技术人员、码农，还有不
同行业自称为打工者的人。

柳冬妩：我是这样理解
的，广义的“打工文学”就是指
所有写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
狭义的“打工文学”就是有着打
工经验的人所写的打工题材的
文学作品。莫言曾经提出关于
打工文学的界定，我感觉莫言
的说法是非常好的。他说最好
的打工文学是有打工经验的人
写出来的，专业作家也可以写
打工文学，也可以发表，看起来
也像那么回事，但是在关键的
时候，看起来是“假”的。

蒋述卓：“打工文学”主要
是得自于广东改革开放、容纳
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广东打工
和创业的环境和现实。在打
工之余，他们自发产生了这样
一种创作。2005 年的时候，
在增城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

“打工文学”颁奖活动，当时也
叫“进城务工文学”，后来在佛
山又举办了一次“打工文学”
的颁奖活动，当时叫“新产业
工人文学”，概括面更大，其他
一些从事个体职业的，包括网
络写作，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在“打工文学”中，产生了
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像王十月
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
奖，这也是在“打工文学”领域
里广东文学得到的最高奖
项。郑小琼所写的《黄麻岭》
等诗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这也
进一步扩大了“打工文学”的
影响力。

“打工文学”的特征，就是
以打工者的亲身体验书写自
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包括打
工过程中所经历的某种疼痛
感，生活的真切感，还有与工
厂一块成长的经历；第二个
特征是它以一种全新的内容
和体验，给文学界带来了新
气象。

羊城晚报：能否从创作
者的角度谈谈对“打工文
学”的理解？

王十月：“打工文学”
的命名已经约定俗成了，
再去争论命名没有必要 。
我经常说“打工文学”就
像 是 我 身 上 的 一 个 胎
记，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 就 是 这 样 开 始 写 作
的，所以作为写作者，我
不 会 刻 意 去 在 乎 我 是
谁 ，要 想 的 是 我 是 否 准
确 把 握 、表 达 了 我 所 知
道的这个时代。

我写了这么多年，不认
为“打工文学”标签是一个
坏事，反而于写作者而言
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也不
会主动拥抱它。这个标签
会局限读者和研究者对你
作品的解读，但一个真正
有抱负的作家，写作真的
足够开阔，自然而然地人
家会发现你的另外一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
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个标签

的。一个作家被贴上标
签，再失去这个标签或者
再贴上更多标签的过程，
就是一个写作者自我丰富
的过程。

胡安焉：其实我之前对
“打工文学”是并不了解
的，虽然我已经写作了十
几年，但是在2020年之前，
我的写作方向主要是小
说，而它并不都是从我的
职业经历里面取材的，所
以在这之前我觉得“打工
文学”这个说法和我是没
什么关系的。

但是因为今年我出版
了一本非虚构文集，书名
就 叫 做《我 在 北 京 送 快
递》，于是在这两个多月的
时间里，确实好几次有人
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所
以 我 开 始 去 想“ 打 工 文
学”跟我的关系。我自己
认为这本书其实更接近于
一个人的回忆录，当然它
是围绕我的工作经历来讲
述的。所以假如它被归为

“打工文学”的其中一本
作品，我当然是能够理解
和接受的。但我觉得这种
归类方法，可能主要还是
从读者、研究者、传播者
或者出版方的角度出发
的。而作为写作者，我其
实 从 来 就 没 有 怀 着 要 写

“ 打 工 文 学 ”这 样 的 意 图
和意识。我觉得文学前面
加的定语越多，受到的削
减和局限就越大，当然我
也能理解，出于研究的目
的，这些局限有时候是必
须的。

所以我能理解“打工文
学”这样的概念，但它从来
不是、也不会成为我自主
的写作意识。假如有人问
我，你是不是在写“打工文
学”，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但假如是这样问，你
写出来的是不是“打工文
学”？我觉得这个问题可
能就跟我本人无关了，它
可能既没有也不需要有一
个标准的答案。

羊城晚报：文学在你
们的“打工”时期扮演着怎
样的角色，当时为什么会
提起笔来进行创作？

王十月：说到写作，我
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简单，
从小喜欢阅读，后来在工
厂里面打工的时候，因为
初中没有毕业，我不想做
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也
不想学一门技术。后来听
说了周崇贤和安子通过写
作也过得不错，我就去买
他们的书，然后发现这种
作品我也可以写，然后慢
慢就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我写作半年时间不
到，就从工厂出来成为一
名编辑，这个时候我意识
到我要做另外的事。当
时，大家对于“打工文学”
的讨论，我明显感觉到有
一些歧视，所以我就想写
出好的作品让“打工文学”
变得“入流”。我当时希望
跟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人

“同台竞技”，不因是一个
打工仔而受到歧视或者优
待。但是写了很多年后，
我发现这样的想法也比较
幼稚，因为这些都背离了
文学的本质，其实文学更
多是我跟世界对话的工
具，我心中真正伟大的作
品也是跟世界在对话、在
交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
世界发现了什么。

后 来 写 到《国 家 订
单》，很多评论家对这部作
品有很宏观的解读，看到
了中国也看到了世界，但
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些
观念，我想写的只是全球

化时代，发生在一群普通
中国人命运中的一种蝴蝶
效应。

胡安焉：我是从 2009
年开始写作的，当时我已
经30岁了，在那之前我的
社会经历应该说是过得不
太顺利的，有比较多的痛
苦和不适应。写作对我来
说，其实就是一条精神出
路，它首先是一件创造性
的事情，这种创造性是建
立在个人的独特性之上
的，就没有两个人会写出
完全一样的作品，因为这
个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
样的人。

从我个人的社会经历
而言，今天社会生产的分
工模式里，其实每个人都
是可以被替代的，比如说
像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
谁去做效果都是差不多
的。现代化的生产某种程
度上抹平了人与人的差
异，弱化了人的个性。写
作其实也是对我在工作中
付出的这些代价的一种补
偿，因为在写作里我是独
一无二的，如果没有这种
独一无二的话，我就相当
于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写作不是我主要的
部分，我现在被很多人关
注确实是因为“打工文学”
这个标签，如同王十月老
师所说，它可能是命运给
我的一种馈赠，让我有机
会能够抵达更多的读者，
我确实应该感到庆幸，有
这个机会的话，我以后的
写作也会有更丰富、更多
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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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打工文学”创
作在当下有怎样的新态势？

杨宏海：今天跟改革开放
初期相比，整个社会的生产
力、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工人的
职业特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特别这几年来又有疫情，
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所以
在我们相当多的行业当中，打
工人、“打工文学”又兴起了，
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这些新
的平台、新的经验也让“打工
文学”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
的发展。

由此我感觉新的“打工文
学”，必须要去关注这种新的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比方
说现在机器人时代就要来临，
那么相当多的打工人可能就
面临着新的命运了，有没有比
较敏感的能够进入生活而且
能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品作家
出现，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话题。

柳冬妩：根据我的观察，
广东或者说中国的“打工文
学”，可能从类型化的角度看
得越细，对它几十年的发展会
更清楚。比如说打工文学，我
们可以把它进一步细分为打
工诗歌、打工小说、打工散文，

因为不同的文体所呈现出的
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
曾楚桥在《收获》上发表过一
部小说《幸福咒》，整个小说系
统结构性的反讽，完全具备后
现代小说的一些典型特征；打
工诗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诗
人，这可能是广东对中国诗歌
的一个重要贡献。

蒋述卓：以我有限的认知
来看，目前为止，广东文学引
起国际上关注度最高的是“打
工文学”。这几年来一直有海
外的一些学者来找我，要探讨

“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比
如，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
他专门研究了这一块，有很多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外国人
把中国的劳工当作观察中国
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当下打工的范围越来越
宽泛，不再限于过去的某种职
业。像今天的物流业、快递
业，还有出租车司机、大桥建
设者等，由此“打工文学”书写
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越来越
有前途，在新的时代可能具备
新的品质，新的书写方式。“打
工文学”的创作者本身由于素
质的提升，他们的创作也会有
一些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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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

打工
文学 寻找一席之地寻找一席之地


